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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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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世界多数工业化国家出现晚婚和不婚现象，中国年轻一代的婚恋观也在发生巨变。在

中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考察居民个体的晚婚现象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使用2016年的中国

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考察教育获得与居民初婚年龄的关系。研究发现教育获得对居民初婚年

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居民初婚年龄上升0.11年；通过改变教育获得的度量

方法后的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考虑教育获得的测量不准确、初婚年龄与教育获得之间可能存在

反向因果关系以及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等问题，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仍然成

立。分性别的研究发现教育获得对女性初婚年龄存在正面影响，但是对男性的影响并不稳健。分年代

样本的回归发现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初婚年龄越小；出生于50年代之

后的个体受教育程度对其初婚年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系数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进一步对影响

机制进行分析后发现父母的教育传递性会通过教育获得对子女的初婚年龄产生正向影响，父母的农业

户口和家庭兄弟姐妹数量会通过教育获得对子女初婚年龄产生负向影响。为缓解人口老龄化程度，促

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建议国家出台适当的政策降低居民初婚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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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我国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提升。据中山大学发布的《中

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年报告》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以中等教育为主，平均

受教育年限为9.28年，说明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超过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年限。但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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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国居民的初婚年龄也在不断提高。刘爽等的研究发现1980年我国居民的平

均初婚年龄为23.78岁，2010年提高到24.85岁，30年间居民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大约1岁。［1］那么受

教育年限与初婚年龄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两者的内在联系机

制是什么？

现有研究中针对教育获得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存在一些分歧。一些研究认为教育提高

了初婚年龄。［2-4］另一些研究表明教育降低了初婚年龄，而且主要体现在女性样本中。［5-7］Kalmijn认为

教育对女性结婚概率的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这取决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但是教育

会提高男性的结婚概率。［8］Ono认为在性别不平等较为严重的传统社会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更可

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成功，从而提高了进入婚姻的机会成本，这将降低她们的结婚意愿，进而推迟

结婚年龄。［9］相反，Kalmijn、Fukuda的研究发现，在一些性别更加平等的社会，女性的经济能力对家庭

经济状况同样重要时，男性的经济前景对于家庭的重要性就会下降，这将使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竞争

女性的经济资源，结果教育程度的提升反而提高了女性的结婚概率。［8］［10］

目前，针对我国的教育获得与初婚年龄之间关系的研究还较少。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会、传统的教育模式向新的教育模型转变中，教育获得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因此，不

能完全套用国外的研究结果。而这一研究对于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过程中，解决劳动力供给逐渐出

现的不足现象，推进延迟退休等制度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CLDS2016的翔实微观调查数据，研

究教育获得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与已有文献相比，主要有以下创新之处：第一，已有文献得到教

育获得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正，也可能是负，其原因是内生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

而本文寻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得到更为可信的结果；第二，现有文献

大多没有分析地区异质性的特征对结婚年龄的影响，不考虑这些异质性特征会导致估计结果有偏，

本研究中控制了地区风俗习惯等地区异质性因素会使估计结果更为准确；第三，由于本研究的样本

量比较大，可以识别出性别、不同出生年代的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的影响，还可以对教育获得对初婚

年龄的影响机制进行经验考察。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Becker首次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婚姻问题。他假设婚姻市场的参与者是理

性人，每个人会通过比较结婚的净收益与单身时的收益来决定是否结婚。结婚的净收益由结婚的收

益和成本两方面共同决定，如果结婚的净收益大于单身的收益，个体将选择结婚，反之则不结婚。［11］

结婚的收益包括生产互补性收益（如家庭分工和专业化、养育自己的孩子）、分担风险的益处和消费

互补性的收益（如联合消费公共品、共享休闲活动）。［3］［12］结婚的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法律费

用、伴侣搜寻成本等，［11］二是住房和子女抚养等婚姻中的消费承诺。［13］

婚姻通常被看作是进入成人阶段的标志，它不仅要求个人在经济上保持独立，而且需要花费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与配偶维持密切关系。［4］但是作为学生通常在经济上尚未独立，需要依赖家庭和父

母的帮助，最重要的是为了完成学业同样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有限的时间和退学结婚的

高额机会成本的双重约束下，完成学业再进入婚姻市场通常是人们的理性选择。［6］婚龄时间不仅是

人们进入婚姻市场的重要时间，也是人们发展个人事业，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断取得成功的时间。一

方面，个体收入越高越有利于完成婚姻承诺，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越强，这有利于降低初婚年

06



总第 232期 2018.6
vol.40

POPULATION
JOURNAL

page

龄；另一方面，个体工作时间越长、生活节奏越快，为了发展事业而用于结交异性的时间就会越少，从

而会减少对婚姻资本的投资，导致初婚年龄推迟。此外，单身时的收益不仅在于有更多的时间发展

个人事业，同时也可以在婚姻市场上获得更多异性信息，提高婚配质量。［14］而教育程度越高，个人越

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得更好。［15］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人初婚年龄越大。

从我国传统婚姻观念来看，不仅遵循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而且通常按照“男高

女低”的模式进行婚配。［16-17］在传统家庭分工模式下，丈夫主要从事市场劳动，妻子从事家务劳动。

家庭中按性别进行的专业化分工和生产能使婚姻收益最大化。［18］在这个模型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

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可能成功，根据假设1，这会提高他们的初婚年龄。对于女性来说，传统上中

国的婚配模式存在“男高女低”现象，男性承担养家糊口的主要责任，女性主要负责料理家务，由于不

用养家，所以女性的经济特征并不是传统婚姻中男性考虑的主要因素。［16］但随着新中国成立，这种传

统的性别关系在发生改变。中国共产党提倡女性解放的观念，使得女性更加独立，包括对家庭经济

资源的贡献。［19］在经济改革时期，女性不断缩小和男性的教育差距，甚至超过了男性的教育水平，相

应地改善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待遇。由于女性在家庭中承担更多赡养老人和照顾孩子的任务，

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功会提高从事家务的机会成本，降低从婚姻中获得的收益，因此，相对于男性，受

教育程度更高的适婚女性更可能晚婚甚至不婚。［18］另一方面，在婚姻市场上，适婚男女按照“男高女

低”的模式进行婚配，因此婚姻中男性的教育程度通常高于女性的或者与女性的教育程度相同。［20］随

着男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他们可选择的婚配对象也在不断增加，但是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

她们可选择的婚配对象将会减少。因而，从择偶标准的角度来看，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

小，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大。综合我国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型和择偶标准，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假设2：受教育程度对男性初婚年龄的影响不能确定，但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女性的初婚年龄。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处于传统农业封建社会，个人婚姻不能自主，通常由父母替代择偶，而“门

当户对”是该时期择偶的典型特征。［4］与此同时，传统旧社会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在当时普遍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个体接受过较多教育就变成了一种明显优势，他们更趋向于早结婚。［21］而没

有受过教育的个体，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婚姻市场的竞争力也较差，从而结婚时间会较晚。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变迁程度日益加剧。［22］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环境不断变化，打破了男

女不平等的枷锁，让男性和女性有同等的权利可以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同时我国的教育体系得

以进一步完善，特别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颁布，要求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至少九年的教育时间。

而在婚姻方面，1950年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废除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婚姻包办等不良婚姻陋习，

自由婚恋的观念得以广泛传播。这一系列的改革使得我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初婚年龄发生不同

程度的变化。［23］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开始进行了住房的市场化改革，这对居民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产生负向

影响。［24］因此，为了应对竞争不断加剧的婚姻市场，不仅家庭需要为子女婚姻储蓄，［25］而且适婚青年

也不得不在劳动力市场上奋斗。1999年开始实施的高等教育扩招，不仅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竞争，而

且职业获得的难度也不断增加。因此为了提高在劳动力市场上成功的可能性，婚恋不得不让位于事

业。由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适婚青年采取“先立业后成家”的策略更可能成功，这使得受教育程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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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适婚青年更可能晚婚。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生于不同时代的居民，教育获得对其初婚年龄的影响不同。

婚姻匹配不仅是个人匹配的问题，而且是两个家庭匹配的问题。因此，每个家庭的具体特征会

影响每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进而影响到其初婚年龄。具体来说，经典理论认为教育是具有传递性的，

即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下一代的受教育水平。［26］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望子成龙”的思路会

影响每个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从而希望子女获得更多的教育，这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更明

显。根据布劳-邓肯的经典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人们在劳动

力市场表现的关键因素，并影响着自身的社会地位获得；［27］王甫勤等认为教育也是家庭背景优势传

递的再生产机制，即通过文化资本、教育分流等方式确保其子女获得更多教育机会，家庭背景优势以

此实现代际传递。［28］同时，除了教育可以传递之外，还有父母的身份可以传递给下一代，从而影响其

受教育水平，进而影响其初婚年龄。父母的身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身份是户籍身份，即父母

的户口类型；第二个身份是政治身份，即父母是否为党员。另外，家庭的人口结构也是影响其教育获

得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家庭的子女数量较多，那么必然会降低每个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从而影响其

初婚年龄。谷宏伟和杨秋平的研究发现家庭子女数量对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投资具有负向影响。［29］因

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一个人的教育获得可能受到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身份以及家庭子女数量等因素的影响，从

而影响其初婚年龄。

三、研究设计

1. 模型与方法

本文将先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研究教育获得对中国居民

初婚年龄的影响：

Yi = α+ βEi + γXi + ui （1）
其中，Yi 表示居民初婚年龄；Ei 表示受教育水平；Xi 代表其他控制变量；ui 为随机扰动项。上

式的估计方法主要采用OLS。然而，OLS估计可能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首先，遗漏变量问题。

初婚年龄受初婚时的经济基础决定，但我们无法获得初婚时家庭和个人的经济状态变量。而且个体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往往是家长及本人的决策结果，因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可能与个人能力及家庭教

育观念有关，［30］而这些不可观察因素也会影响婚姻状况，从而带来遗漏变量问题；其次，反向因果问

题。个体早期社会化过程通常受原生家庭的影响程度较大，父母不仅是自己的抚养人，也是自己价

值取向形成的榜样。［31］因此父母的家庭婚姻观念也会影响自己对待婚姻的态度，［32］其中父母的结婚

年龄较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子女的结婚年龄。父母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文化资本的重要指

标，根据文化再生产理论，子女的教育水平会受到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26］父母教育程度越高，他们

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会越高，子女的教育程度提升会促进子女结婚年龄上升，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结

婚年龄会影响受教育水平；第三，测量误差问题。由于样本中个体年龄跨度较大，年龄较大的部分样

本可能对自己的受教育水平记忆不准确，会导致他们在作答时存在误判，从而使得我们的测量存在

一定的误差。综合以上情况，上述研究的内生性问题是无法规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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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为了准确估计教育对中国居民初婚年龄的影响，我们采用工具变量方法来解决内

生性问题。有效的工具变量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与随机扰动项不相关；二是与相应的内生变量相

关。为此，本文将使用个体所在社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包含个体教育）作为个体教育获得的工具

变量。一方面，社区效应的存在使得教育获得往往具有示范效应。［33］最典型的例子“状元村”现象，按

照风水学来说，可能是这个村的风水好导致这个村出现较多读书比较好的人，但事实上是因为教育

的示范效应让这个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所以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是受到社区平均受教育水平的

影响。另一方面，社区平均受教育水平与家庭不可观测的传统、偏好、能力等变量无关，具有很强的

外生性，从微观个体层面上来讲与个体初婚年龄不相关。而且个体初婚年龄也无法反过来影响社区

平均受教育水平，因此能够克服反向因果关系。此外，社区平均受教育水平也大大降低了个人教育

获得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该工具变量的设计已有学者采用。［34］

我们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第一阶段回归用个体教育获得对作为

工具变量的社区平均受教育水平进行如下估计：

Ei = α+ λSi + ρXi + εi （2）
其中，Ei 表示个体受教育水平；Si 表示社区平均受教育水平；Xi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εi 为随机

扰动项。然后运用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估计第二阶段的回归：

Yi =ϕ+ βEi + γXi + ui （3）
此时估计的 β 为个体教育获得对中国居民结婚年龄的因果效应，而OLS得出的是两者之间的相

关关系。

2. 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简称CLDS）数据进行

研究。CLDS采用科学的概率抽样方法和轮换样本追踪方式，既能较好地适应中国剧烈的变迁环境，

又能同时兼顾横截面调查的特点。CLDS以 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对象，以劳动力的教育、就

业、职业流动等的现状和变迁为核心，通过对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村居进行追踪调查，建立了以劳动力

为调查对象的综合性数据库，包含了劳动力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追踪和横截面数据。CLDS
每两年追踪调查一次。2016年CLDS样本覆盖中国 29个省市，样本规模为 401个村居，14 226户家

庭，21 086个个体，具有全国代表性。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居民初婚年龄。CLDS数据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个体的出生年份和初婚年

份，因此可以通过初婚年份和出生年份的差值来获得居民结婚时的年龄。进入婚姻之后，由于在校

生和非在校生在时间的分配上和经济来源上可能差异较大，而且大部分个体是在完成学业之后进入

婚姻市场的，［6］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非在读居民，并将居民结婚年龄小于0或者大于实际年龄

的样本删除，同时删除年龄、性别等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

主要解释变量为受教育水平。本文采用三种变量进行度量：第一，教育层次。问卷将教育分为

“1表示未上过学；2表示小学/私塾；3表示初中；4表示普通高中；5表示职业高中；6表示技校；7表示

中专；8表示大专；9表示本科；10表示硕士；11表示博士”。本文将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校和中专

统一设定为高中并用4表示，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分别为5-8，其他教育层次不变，教育层次是取

值为1-8的定序变量。第二，教育年限。本文将未上过学换算为1年的教育经历；小学/私塾为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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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为15年；本科为16年；研究生为19年；博士为22年。第三，教育年限

的对数，即对教育年限取对数所得。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教育水平可能存在测量误差的问题，

因此采用教育年限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采用教育年限的对数和教育层次两个变量作稳健性检验。

虽然通过不同的教育获得

测量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测量误差的问题，但是内生性

问题并非仅由测量误差所引起，

它还可能通过遗漏变量和反向

因果引起。因此为了更好地控

制和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将使

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全面地解

决测量误差、遗漏变量和反向因

果问题。与衡量教育获得的三

种方式相对应，本文将使用社区

平均教育年限、社区平均教育年

限的对数和社区平均教育层次

作为相应教育获得的工具变量，

以便更好地识别模型的因果效

应。

控制变量中我们控制了个

人的个体特征变量、14岁时父母

的特征变量和现在父母的特征

变量。

个人的个体特征变量：主要

控制了性别（男性为 1，女性为

0）、户口类型（农业户口为 1，非
农业户口为 0）、兄弟姐妹人数

（按兄弟姐妹的实际人数，不包

括被调查者自己）、是否党员（党

员为1，非党员为0）等。

父母的特征变量包括父亲

和母亲户口类型（农业户口为1，
非农业户口为0）、父亲和母亲是

否为党员（党员为 1，非党员为

0）、父亲和母亲的教育年限（未

上过学换算为 1年的教育经历；

小学/私塾为 6 年；初中为 9 年；

表1 样本基本信息

变量

因变量

初婚年龄

解释变量

教育年限

教育年限对数

教育层次

工具变量

社区平均教育年限

社区平均教育年限对数

社区平均教育层次

个体特征

男性

党员

农业户口

兄弟姐妹人数

14岁时家庭背景

个体移民

父母在婚

家庭社会地位

父亲工作类型

母亲工作类型

父母特征

父亲农业户口

父亲党员

父亲教育年限

母亲农业户口

母亲党员

母亲教育年限

父母农业户口

父母党员

父母最高教育

样本量

16 777

16 762
16 762
16 762

16 762
16 762
16 762

16 777
16 777
16 760
16 772

16 773
16 766
8 335

14 790
13 672

14 711
14 061
13 199
14 251
13 896
13 371
13 860
13 153
12 138

均值

23.410

8.396
1.937
2.905

7.765
2.020
2.690

0.459
0.030
0.831
3.306

0.082
0.950
3.437
1.637
1.266

0.786
0.157
5.263
0.822
0.024
3.406
0.783
0.165
5.427

标准差

4.156

3.880
0.752
1.233

1.867
0.251
0.615

0.498
0.171
0.374
2.006

0.274
0.218
1.917
1.224
0.795

0.410
0.364
3.825
0.382
0.154
3.328
0.412
0.371
3.885

最小值

10

1
0
1

2.043
0.714
1.149

0
0
0
0

0
0
1
1
1

0
0
1
0
0
1
0
0
1

最大值

56

22
3.091
8

14.260
2.657
5.093

1
1
1

16

1
1

10
5
5

1
1

22
1
1

16
1
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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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为 12 年；大专为 15 年；本科为 16
年；研究生为19年；博士为22年）。考虑

到父母的特征变量较多，在后面的分析

中我们将父母的特征变量进行整合，主

要采用父母户口类型（父母均为农业户

口为 1，否则为 0）、父母的职业类型（父

母的最高职业类型）、父母党员（父母有

一人为党员为1，否则为0）、父母最高教

育（父母的最大受教育年限）。

结婚年龄与结婚时家庭的经济状态

有关系，但由于从调查中无法获得受访

者在结婚时的家庭经济状态，所以可能

会影响到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幸运的

是，问卷中对受调查者14岁时父母和家

庭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一般来

说，当一个人 14 岁时，其父母的年龄可

能处于 35-40 岁中年人阶段，家庭经济

状态与子女成年结婚时的状态较为接

近，因此可能处理一定遗漏变量的问

题。14岁时父母和家庭的特征变量包含14岁时是否为移民（移民为1，非移民为0）、父母在婚（父母

在婚为1，父母离弃为0）、家庭社会地位（采用14岁时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用1-10衡量，1为最低阶

层，10为最高阶层）、父亲工作类型和母亲工作类型。根据李春玲对不同职业的职业声望的划分，按

照职业声望从低到高把工作类型划分为五类，分别用1代表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2代表商业、服

务业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等，3代表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4代表专业技术人员，5代表单位负责人。［35］

除了上述控制变量外，我们还控制了样本所在地级市的地区虚拟变量。

表1显示样本基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1可以看出，初婚年龄约为23.4岁。从个体教

育程度来看，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8年，初中学历水平。

图1显示教育获得与我国居民初婚年龄的关系。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我国

居民初婚年龄不断上升，这初步表明教育获得对我国居民初婚年龄具有正面影响。

表2显示不同出生年代下教育获得与初婚年龄的关系。可以发现对于不同年代出生的群体来

说，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他们的初婚年龄基本都在上升。从不同受教育水平来看，随着出生年代

越来越近，他们的初婚年龄基本都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总体来说，人们的初婚年龄会随着

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升高。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 基准回归

根据理论假设和公式（1），我们采用OLS对模型进行估计（见表3）。

图1 教育获得与初婚年龄

表2 不同年代下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初婚年龄对照表（岁）

出生年代

1950年以前

1950-1960年

1960-1970年

1970-1980年

1980-1990年

1990年以来

小学及以下

22.9
23.0
22.2
22.2
21.7
19.0

初中

23.3
24.6
23.2
23.5
22.8
20.2

高中

24.2
24.9
24.3
25.1
24.2
21.5

大专及以上

22.7
26.6
25.6
26.5
25.9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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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基准模型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教育年限

个体特征

男性

兄妹人数

党员

农业户口

14岁时家庭背景

家庭地位

移民

父母在婚

父亲工作

母亲工作

父母特征

父亲户口

父亲党员

父亲教育

母亲户口

母亲党员

母亲教育

常数项

样本量

城市固定效应

F -统计值

调整的 R2

被解释变量：初婚年龄

（1）

0.215***

（0.009）

23.166***

（0.255）
16 571

Y
17.784***

0.124

（2）

0.121***

（0.010）

1.898***

（0.063）
0.021

（0.015）
1.326***

（0.155）
-1.509***

（0.097）

23.762***

（0.262）
16 553

Y
28.041***

0.187

（3）

0.217***

（0.014）

-0.033
（0.027）

0.178
（0.192）
-0.429
（0.344）

0.079
（0.055）

0.277***

（0.080）

22.700***

（0.562）
6 304

Y
7.294***

0.139

（4）

0.178***

（0.012）

-0.432**

（0.175）
-0.098
（0.096）

0.007
（0.012）
-0.957***

（0.188）
-0.218
（0.204）
-0.048***

（0.013）
24.283***

（0.310）
11 536

Y
15.251***

0.141

（5）

0.135***

（0.018）

1.803***

（0.112）
0.041

（0.030）
1.273***

（0.326）
-1.127***

（0.326）

-0.006
（0.031）
-0.053
（0.217）
-0.354
（0.457）
-0.063
（0.071）

0.146
（0.109）

-0.513*

（0.295）
-0.202
（0.171）

0.042**

（0.019）
0.131

（0.373）
-0.423
（0.332）
-0.021
（0.022）
24.096***

（0.733）
4 500

Y
7.767***

0.204

（6）

0.182***

（0.017）

1.723***

（0.120）
0.046

（0.031）
1.402***

（0.248）
-1.134***

（0.302）

-0.026
（0.031）
-0.260
（0.223）
-0.438
（0.435）
-0.017
（0.063）

0.128
（0.102）

-0.456*

（0.272）
-0.266*

（0.153）
0.049***

（0.019）
-0.251
（0.337）
-0.400
（0.278）
-0.024
（0.021）
22.561***

（0.563）
4 569

N
63.047***

0.146

（7）

0.110***

（0.012）

1.830***

（0.076）
0.050***

（0.019）
1.291***

（0.182）
-1.041***

（0.166）

-0.227
（0.174）
-0.131
（0.095）

0.028**

（0.012）
-0.459**

（0.215）
-0.272
（0.200）
-0.010
（0.013）
23.818***

（0.319）
11 529

Y
21.807***

0.19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P <0.01，** P <0.0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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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列只控制城市特征条件下，结果显示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系数为

0.215，说明受教育水平每增加1年，初婚年龄增加约0.215年。从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标来看，可以解

释因变量总变异的12.4%。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体特征变量，教育年限对居民初婚

年龄仍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系数变小了，整体上模型的解释能力有较大的提升。第（3）列
和第（4）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个体14岁时家庭背景和父母的特征变量，模型的解释力

有一定的提升，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仍然显著为正。第（5）列进一步控制了个体特征、14岁时家庭背景

和父母特征，结果发现，相比第（1）列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模型的解释能力大

幅度上升，这表明控制更多变量对于模型的解释能力更有利。第（6）列在第（5）列的基础上不考虑城

市固定效应，核心变量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但模型的解释力下降，而且教育年限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系数大幅度上升，说明不考虑城市固定效应会让模型的解释力下降，且会高估教育对初婚年龄的影

响。考虑到大量的样本对于14岁时的家庭情况并未回答，导致在回归过程中，控制14岁时的家庭特

征的模型中样本损失较多。而且从第（5）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几个表示14岁时家庭特征变量的

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控制14岁时家庭背景并不必要。鉴于此，第（7）列在控制个体特征、父母特征

以及城市变量的情况下，发现模型的解释力与第（5）列相比并无显著的区别。教育年限对初婚年龄

的影响系数为0.11，说明当居民多接受一年教育，其初婚年龄将会提高0.11年。

控制变量基本符合理论预期。从个体特征来看，相对于女性，男性初婚年龄较大，这与我国的婚

姻法规定有关。兄弟姐妹人数越多初婚年龄越晚。相对于非党员，党员的初婚年龄较大。拥有农业

户口的居民相对于非农户口的居民结婚更早。从父母特征来看，父亲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结婚越晚，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家庭文化再生产理论。母亲是农业户口的个体结婚更早。父亲的户口和党

员身份、母亲的教育和党员身份对子女初婚年龄不具有显著影响。

2.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在控制和不控制城市固定效应两种情况下，考察三种不同衡

量教育方式的受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的影响（见表4）。由于在基准回归中父亲与母亲的变量较多，

在表4及以后的分析中采用父母的几个缩减变量。第（1）列在未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的情况下采用教

育年限的方式衡量教育获得，结果发现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系数为0.147，说
明受教育水平每增加1年，初婚年龄增加约0.15年，模型的解释能力为13.9%。第（2）列在控制城市

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模型的解释能力提升到19.4%，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系数

为0.11，与表3的第（7）列估计结果一致。

表4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教育年限

教育年限对数

教育层次

样本量

城市固定效应

F -统计值

调整的 R2

被解释变量：初婚年龄（OLS）
（1）

0.147***（0.012）

11 667
N

236.163***

0.139

（2）

0.110***（0.012）

11 529
Y

22.010***

0.194

（3）

0.499***（0.058）
11 667

N
218.646***

0.133

（4）

0.338***（0.059）
11 529

Y
21.212***

0.191

（5）

0.505***（0.038）
11 667

N
244.761***

0.141

（6）

0.389***（0.039）
11 529

Y
22.442***

0.196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P <0.01，** P <0.05，* P <0.1；控制变量与表3中等（7）列一致，常数项亦省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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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列和第（5）列在不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的条件下考察受教育年限的对数和教育层次对初婚

年龄的影响，模型的解释力变化不大，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仍然显著为正。第（4）列和第（6）列在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的条件下考察受教育年限的对数和教育层次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模型的解释力变化比

第（3）列和第（5）列有显著提升，受教育年限的对数和教育层次的系数分别为0.338和0.389，说明受

教育年限每上升 1%，初婚年龄将上升 0.338 年；教育层次每上升一个层次，初婚年龄将上升 0.389
年。从六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同时考虑

城市固定效应后，模型的解释力会显著提升，但受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的估计系数相对更小，说明不

考虑城市固定效应时会高估受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程度。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

一致。

3. 工具变量

已有的研究对于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并未讨论其内生性问题。［36］但是根据我们的分析，

可能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所得结果不准确。为此，本文还将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来进一

步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如表5所示。六个模型均采用DWH检验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结果发现

的确存在内生性，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发现社区平均教育获得对个人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且 F 统计值显著大于10，表明采用社区平均教育获得作为个体教育获得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不存

在弱工具变量问题。［37］

表5 工具变量估计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教育年限

教育年限对数

教育层次

样本量

城市固定效应

调整的 R2

DWH检验

第一阶段回归

社区平均教育年限

社区平均教育年限对数

社区平均教育层次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F -统计值

被解释变量：初婚年龄

（1）

0.425***（0.039）

11 667
N

0.095
59.67***

0.554***（0.017）

控制

N
1 019.83***

（2）

0.354***（0.070）

11 529
Y

0.163
12.51***

0.474***（0.027）

控制

Y
67.858***

（3）

2.074***（0.208）

11 667
N

0.067
66.44***

0.783***（0.028）

控制

N
583.24***

（4）

2.234***（0.499）

11 529
Y

0.104
15.48***

0.538***（0.045）

控制

Y
38.918***

（5）

1.305***（0.123）
11 667

N
0.105

47.97***

0.520***（0.017）
控制

N
955.928***

（6）

0.999***（0.201）
11 529

Y
0.177
9.35***

0.480***（0.026）
控制

Y
66.051***

第（1）列和第（2）列分别不控制和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具有

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0.425和0.354，说明受教育水平每增加1年，初婚年龄增加约0.425年和0.354
年，与表4第（1）列和第（2）列的估计结果相比，系数有显著提升，说明存在内生性的问题，如果不考

虑内生性问题会导致估计结果的低估。第（3）列和第（4）列分别不控制和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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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现受教育程度的对数对初婚年龄仍然具有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2.074和2.234，说明受教育水

平提升1%，初婚年龄增加约2.074年和2.234年。第（5）列和第（6）列分别不控制和控制城市固定效

应的情况下，发现受教育层次对初婚年龄仍然具有正向影响，系数分别为1.305和0.999，说明每提高

一个教育层次，初婚年龄增加约1.305年和0.999年。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表4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从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以及采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发现，教育程度提高对初婚年龄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理论假设1。
4. 进一步讨论

这一部分进一步讨论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影响的性别差异（见表6）。第（1）列和第（2）列采用教

育年限的方式衡量教育获得，结果发现教育获得对男性初婚年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但是对女性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3）列和第（4）列采用教育年限的对数衡量教育获得，结果发现教育获得对男

性初婚年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5%的统计显著性），但是对女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5）列和

第（6）列采用受教育的层次衡量教育获得，结果发现教育获得对男性初婚年龄的系数为正且不显著，

但是对女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整体而言，教育获得对男性初婚年龄的影响可正可负，而且可能

具有负向的显著影响，但对女生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2得以验证。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与

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表6 分性别讨论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教育年限

教育年限对数

教育层次

样本量

城市固定效应

F -统计值

调整的 R2

被解释变量：初婚年龄（OLS）
（1）
男

-0.017（0.022）

4 653
Y

5.067***

0.125

（2）
女

0.189***（0.013）

6 876
Y

11.145***

0.195

（3）
男

-0.297**（0.116）

4 653
Y

5.110***

0.127

（4）
女

0.591***（0.059）

6 876
Y

10.416***

0.183

（5）
男

0.015（0.067）
4 653

Y
5.063***

0.125

（6）
女

0.665***（0.045）
6 876

Y
11.329***

0.198

表7汇报了出生在不同年代的分样本回归结果。第（1）列的样本是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

的居民，结果发现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系数为-0.19，说明受教育水平每增加1
年，初婚年龄下降约0.19年，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当时普遍受教育水平并不高，所以受教育的

时间与结婚时间并不冲突，而且受过教育的个体往往家庭条件较好，从而具备初婚的条件，而没有受

过教育的人往往家庭条件较差，他们的结婚年龄受到家庭因素影响，从而初婚年龄往往会比较大。

第（2）列至第（6）列的样本是50年代之后出生的居民，结果发现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而且随着出生时间的推进，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程度不断加深。在90年代以后出生

的样本中系数相对小一些，其原因是他们目前正处于适婚年龄，所以系数相对低一些也是正常的。

因此，整体而言，在不同年代中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在不断变化，假设3得以验证。

控制变量中，其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只是部分年代的样本量和其处于结婚年龄阶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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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结果有一定的差异。

表7 分出生年代讨论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教育年限

样本量

城市固定效应

F -统计值

调整的 R2

被解释变量：初婚年龄（OLS）
（1）

50年代以前

-0.191*（0.101）
559
Y

2.137***

0.200

（2）
50-60年代

0.077***（0.025）
2 986

Y
5.562***

0.200

（3）
60-70年代

0.105***（0.024）
3 551

Y
5.774***

0.182

（4）
70-80年代

0.212***（0.027）
2 573

Y
5.664***

0.229

（5）
80-90年代

0.313***（0.032）
1 554

Y
5.688***

0.324

（6）
90年代以来

0.260***（0.076）
306
Y

3.099***

0.426

五、机制分析

第四部分对教育获得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但是并没有回答教育获得

如何影响初婚年龄。这部分我们分别从教育传递性、身份传递性、户口的传递性、家庭兄弟姐妹数量

等家庭背景的不同角度考察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机制。具体来说，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分别

加入父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父母的最高教育、父母的户口、父母的党员身份以及家庭兄弟姐妹数

量与受教育水平的交叉项，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机制检验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教育年限

交互项

个人教育×父亲教育

个人教育×母亲教育

个人教育×父母最高教育

个人教育×父母党员

个人教育×父母户口

个人教育×兄妹人数

样本量

城市固定效应

F -统计值

调整的 R2

被解释变量：初婚年龄（OLS）
（1）

0.074***（0.016）

0.008***（0.002）

11 529
Y

22.213***

0.195

（2）

0.075***（0.015）

0.013***（0.003）

11 529
Y

22.587***

0.196

（3）

0.082***（0.016）

0.006***（0.002）

11 529
Y

22.128***

0.195

（4）

0.107***（0.013）

0.021（0.025）

11 529
Y

21.916***

0.194

（5）

0.181***（0.025）

-0.085***（0.026）

11 529
Y

22.090***

0.195

（6）

0.138***（0.020）

-0.008*（0.005）
11 529

Y
21.898***

0.195

第（1）列至第（3）列分别控制了父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以及父母的最高教育与个人教育的交叉

项，结果显示这些交叉项的系数均为正，表明父母教育可以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进而影响子女的初

婚年龄，说明教育具有传递性，这种传递性导致子女提高初婚年龄，这进一步验证了家庭的文化再生

产性。第（4）列控制了父母的党员身份与个体教育的交叉项，结果显示该交叉项对初婚年龄没有显著

16



总第 232期 2018.6
vol.40

POPULATION
JOURNAL

page

影响，说明政治身份并不具有传递性。第（5）列和第（6）列分别控制了父母的户口及家庭兄弟姐妹数

量与个人教育的交叉项，结果发现交叉项的系数均为负，表明父母的农业户口和兄弟姐妹人数会通

过受教育水平影响子女的初婚年龄，且父母的农业户口会让子女通过减少受教育水平使其初婚年龄

下降，兄弟姐妹数量更多的家庭，往往每个子女受教育水平不高，从而初婚年龄下降。假设4得以验证。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伴随着世界多数工业化国家出现晚婚和不婚现象，中国年轻一代的婚恋观也在发生巨变。在中

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考察居民个体的晚婚现象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本文使用2016年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考察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每增加

1年，居民初婚年龄上升0.11年，通过改变教育获得的度量方法后的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考

虑到教育获得的测量不准确、初婚年龄与教育获得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以及可能存在的遗

漏变量等问题，采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仍然成立，只是系数有一定的变化。

第二，分性别的研究发现教育获得对女性初婚年龄存在正向影响，但是对男性的影响并不稳健；

分年代样本的回归发现出生于50年代之前的样本，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龄越小，出生于50年代之

后的个体，受教育程度对初婚年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系数呈现越来越大的趋势。

第三，城市异质性是影响初婚年龄的重要因素，如果不考虑城市异质性会导致模型解释力下降，

且可能会高估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的影响。

第四，考察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的影响机制后发现，教育传递性会通过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产

生正向影响，而家庭子女数量、农村户口传递性会通过教育获得对初婚年龄产生负向影响，政治身份

不会通过教育获得来影响初婚年龄。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未来老龄化还会不断加深，这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和经

济问题，首要的是我国过去四十余年的人口红利将不复存在，对我国经济快速健康增长带来不利的

影响。特别是在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由于初婚年龄的提高使得居民的二胎生育率并不高。［38］

为此，本文认为在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二胎政策全面实施，以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需要

采用一定的对策降低初婚年龄，这有利于提高居民的二胎生育意愿，也可以加快人口的代际更替，从

而保持我国的人口红利优势，缓解人口老龄化程度，促进我国保持持续健康的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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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 Acquisition on the Age of First Marriage
YANG Kewen1，LI Guangqin2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Sichuan，611130，China；

2. Jiyang College，Zhejiang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Shaoxing Zhejiang，311800，China）

Abstract：With the appearance of late marriage and non-marriage in most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the
world，the concept of marriage and lov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old in China is also undergoing tremendous
chan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aging problem in China，it is particularly neces⁃
sary to investigate the phenomenon of late marriage of individual residents. To this end，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education attainment and the age of first marriage was investigated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in 2016. The results show that education attain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
tive effect on the age of first marriage，and for every 1-year increase in education，the age of first marriage
is increased by 0.11 years.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through the robustness test after changing the mea⁃
surement method of education attainment. Considering the inaccurate measurement of educational attain⁃
ment，the possible inverse causality between the age of first marriage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and the
possible omission of variables，the two-stage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us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was con⁃
ducted to validate the results. Gender-specific studies find tha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as a positive im⁃
pact on the age of first marriage for women，but not for men. The regression analyses of age-specific sam⁃
ples indicate that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al level is，the younger the age of first marriage tends to be for
those born before the 1950s；and for individuals born after the 1950s，the educational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ge of first marriage，and the coefficient is increasing. Further analyses of the impact
mechanism find that the parents’educational deliver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children’s first mar⁃
riage age through education，and the parents’agricult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the number of sibling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children’s first marriage age through education.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de⁃
gree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tate should introduce appropriate policies to reduce the age of first marriage.
Key Words：Education Attainment，First Marriage Age，Educational Transmissibility，Instrumental Var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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